
网络的生产
———以一个地方性黑市经济的演化为关键案例

唐　　　丽

　　Abstract:The article chooses an underground economical group of counterfeited cigarette in

Zengcun , a country in Hebei Province , as a critical case and tries to analyze some theories about social

network , especially those questions never be studied deeply before , such as how to build or maintain

social network.Some main points can be generalized as follows:social network has its base and limit-

things and any changes of things will transfer the size of social network.So social network in economic

life is actually a whole dynamic process including building expanding and shrinking.

一 、引　子

当老齐美尔于 1922年似乎在不经意之间写下“网络”(network)一词的时候(齐美尔 , 1922),他断乎

不会想到 ,在大约 50年之后 ,以这个字眼为基础的社会网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竟会演化成社会

学中的一个主导性分支 ,甚至对某些相邻学科如政治理论 、人类学和组织分析等等 ,也都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 。

就技术而言 ,社会网分析引进了数学的图论作为基础 ,并且广泛利用了日新月异的计算机技术作为

统计分析的辅助手段 。这就使得社会网分析极大地扩大了它的探索能力 ,使它的触角从初期的小群体

范围拓展到对社区 、组织等社会生活的大规模单元 。

就理论而言 ,社会网分析也为社会学家提供了观察社会生活的一个深刻视角。如果说 ,社会学观察

社会生活的重心在于“社会结构”的话 ,那么 ,这也正是社会网分析的着力之处。通过将“网点”(node)、

“密度”(density)等一系列概念引进分析框架 ,社会网分析至少是在试图厘清“社会结构”概念的含义 ,将

百余年来社会学家附着在这个核心概念上的多元歧义归于一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学界不乏论者对

社会网分析抱持一种高度乐观主义的态度 ,甚至将之称为“社会学的新古典革命”(肖鸿 ,1999:10)。

特别是在 1980年前后 ,随着一大批社会学家以社会网分析为手段 ,介入对经济现象的研究和分析

(R.Swedberg , 1987:21),社会学从一个新的起点开始了与经济学之间的对话 。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社

会网分析与近年来日益彰显出重要性的另外一个社会学概念———“社会资本”密切地关联在一起。社会

资本概念的出现和向经济生活领域的广泛介入和使用 ,为美国社会学注入了新的理论关怀焦点 ,而社会

网分析方法又为对社会资本在经济生活和其他各种社会生活领域内的运作进行分析提供了定量测度手

段。两相结合 ,一切都那样完美。一批相关研究应运而生(例如 ,参见 M.Granovetter , 1973 , 1974;R.

Burt , 1983 , 1992;Lin Nan , 1982), 也似乎昭示着在帕森斯主义的一统天下崩解以后 ,美国社会学告别

消沉时代和再度繁荣与复兴。然而 ,也正在是在这一过程中 ,一个对于社会网分析和社会资本理论来说

都是不容回避的难题却悄悄地衍生出来:社会网络(或者是变形为社会资本的网络)从何而来? 对于这

个问题 ,似乎大部分社会网分析者和社会资本理论的倡导者 ,都未曾给予充分的留意 。

无论是网络分析的大人物(格拉诺维特 ,他似乎从来没有使用过“社会资本”这个概念),还是社会资

本理论的倡导者(科尔曼 ,他的分析中总是混用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甚至是最后实现了将社会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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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资本理论熔于一炉的奠基人(林南 ,他虽然抱怨说 ,为社会资本下定义是一个“颇费周折”的工作 ,

但还是用社会网络定义了社会资本),他们无不把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当作某种现存的东西来看待 ,

而关于网络如何生产和建构的问题 ,最终落在这些大人物的视野以外 ,没有被纳入到主流研究项目中

来。由此产生的难题和困惑是:

首先 ,在理论上有掉入“片面化陷井”的危险。泽立则尔(V.Zelizer)曾经嘲笑格拉诺维特为“网络绝

对主义者”(R.Swedberg , 1987)。因为虽然格拉诺维特要求人们研究“活生生的社会关系”(ongoing

relationships)(Granovetter , 1985:483),但却由于眼界的狭隘而支解了这种关系———限定于现成关系的运

作。这种片面的眼光 ,抹煞了观察生生不息的社会网络关系 ,特别是网络生产过程的可能性 。实际上 ,

这种“网络绝对主义”的局限性也正在日益显露出来。正如一位学者所分析的 ,人们越来越重视研究现

存关系的形式 ,而不再分析关系的实质;越来越热衷于发展更精巧的数学技术 、数理模型和图表符号来

描述假设成分越来越多的网络结构 ,而不断地远离社会现实(肖鸿 ,1999:9)。

其次 ,与人们日常生活经验不符。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要面对几乎是无穷无尽的链条的可能性 ,做

出不同的决策。如果某些这类决策要依据社会关系(或社会资本)而做出的话 ,那么这些社会关系就必

须是活泼的 ,而不是僵死的。任何人根据自己的生活常识都可以做出判断:在日常生活中 ,现有的社会

关系只能应付很少的情境需求 ,大量碰到的是未知的情境 ,需要的是寻找和确立尚未存在的社会关系。

当然 ,当下的理论主流对社会关系网络的生成或建构过程问题的相对忽视 ,并不意味着社会学界绝

对未曾尝试过这方面的研究。毕竟有一些研究者从这样那样的角度 ,程度不同地涉及过这个问题 ,即便

是前文“批判”过的在总体上忽略过此问题的社会学大家们 ,在某些细节上也还是颇有见地的。对此需

要加以简略回顾 。

1.格拉诺维特在探讨人们如何利用人际关系找到工作时认为 ,要对人际关系的使用做明晰的分

类 ,就必须厘清两类不同的关系:一是正在求职的人和可能帮助他的熟人之间主要有哪些典型的关系存

在;二是这些熟人又是通过何种途径而获悉某些有用的工作信息的。对于第一个问题 ,格拉诺维特认为

关系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即“家庭—社会”型关系(family-social contact)和“工作型关系”(a person

known from a work situation),另外对于工作搜寻者和熟人的交往情况 ,格拉诺维特也做了描述:16.7%的

求职者与他们的熟人在找工作时经常见面 ,55.6%偶尔见面 , 27.8%很少见面(Granovetter , 1974:50)。

在这里 ,区分不同的关系类型及其作用的思想被比较明白地提了出来 。

2.博特和林南也都从各自的角度触及了网络生产问题 。博特认为社会网络就是一种社会资本。

资本蕴含着投资和回报。那么 ,社会资本就意味着人们需要有意于关系网络从而得到回报。既然作为

一种投资 ,需要考虑的问题即是如何使网络更有效率 。博特认为 ,不重复的信息源也就是所谓的“结构

洞”是最有效率的(R.Burt , 1992:9),而这需要人们用心经营。林南则引用了一句俗语:“重要的不是你

知道什么 ,而是你认识谁”(Lin , 2001:24)来说明营造网络的重要性 。为了建立“正确的”人际关系就需

要有所投入(investment):“本质上 ,资本是一种剩余价值并且代表着一种预期获得回报的投入。关于社

会资本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它其实是预期获得某种回报的对社会关系的投入”(Lin , 2001:24)。在这里 ,

社会关系同样也需要经营 、运作的思想 ,甚至其经营 、运作也需要成本的思想 ,得到了某种表达 。

3.索罗森(Olav Sorenson)和斯图亚特(Toby E.Stuart)以美国风险投资公司为例 ,论述了公司之间关

系网络的建构对投资空间分布的影响。有很多观察家发现 ,先进的通讯技术和交通手段出人意料地竟

未能真正改变风险投资趋于地理性集中(Spatial concentration)或行业性集中(Industry concentration)的布

局。索罗森等认为 ,这是因为社会关系网络在地域内和行业内设置了一条内在的边界 ,限制了信息的传

递。由于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 ,嵌入在市场交易双方之间的强关系取代了在传递异质

信息方面发挥作用的大众传媒和弱关系 ,在风险投资的空间取向中成为关键因素。因此 ,建构不同性质

的关系网络就会有不同的投资空间布局 。在该篇文章中 ,索罗森和斯图亚特认为:以往的研究关注了空

间 、距离这些地形方面的因素对于人际关系形成的影响 ,这些关系主要是友谊 、婚姻之类 ,他们主张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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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也可推演至经济交换关系(Olav Sorenson &Toby E.Stuart , 2001:1588)。

4.另外还有一些关于关系网络生产的更为直接的研究 ,比如杨美惠对于当代中国大陆“人情” 、“关

系”的敏锐观察以及白春燕对于民间企业家生产及再生产社会资本的分析等。杨美惠认为 ,关系学就是

关系的艺术(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也就是如何与对方建立“关系” ,交换礼物得到利益 ,并不断地扩

大自己的关系网(Mayhui Yang ,1994)。白春燕则在研究中发现民间企业家在创业 、资本积累和资本积累

成功后的不同时期 ,分别通过不固定的礼物 、金钱 、固定的工薪 、股份以及对社区承担责任等来换得支持

和保护(白春燕 ,2000:15)。

由上可见 ,涉及到网络建构或生产的问题 ,某些研究者已有所触及 。当然 ,其中有些论述是从个人

行动者的角度出发 ,而另外一些论述则是从法人行动者的角度出发的 。但在这些论述中 ,却存在一个共

同的 、重要的难点:缺乏关键个案的研究 。他们所研究的 ,不是个人在某种常规制度安排下的活动(如 ,

求职),即是某个经济组织在制度框架的保护下的活动(如 ,投资公司建构客户网络)。在这里 ,建网的行

动者 ,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机构 ,都并非处在与外部制度环境相对抗的地位上。换言之 ,正式制度的存

在业已为他(它)们的活动提供了基本的空间 ,社会网络的运用只不过使其行动进行得更为顺畅而已 ,它

并不是该行动必不可少的首要前提 。没有了社会网络 ,人照样可以通过职业介绍所 ,甚至通过在报纸和

各种媒体上刊载的广告而找到工作 ,而风险投资公司则可以通过调查客户的业绩 ,建立正规的投资市场

等等来确定投资的方向。在这种情形下 ,个人或组织决不会因为欠缺社会网络而归于死灭 ,也就是说 ,

社会网络很难从制度中真正抽离出来。

因此 ,基于这样的案例来分析社会网络的生成 ,要想真正查见事情的底蕴 ,可谓困难重重。网络生

成的诸般细节以及维持网络的各种机制 ,都很难透过对这类歧义颇多 ,或者说“典型意义”不够的案例解

析而得到充分暴露。可见 ,涉及到网络生产的研究 ,在一定意义上说 ,问题最终就归结为:为了深入探讨

网络的生成机制 ,我们需要一个关键个案(critical case)。

与那些铺天盖地的一般个案研究不同 , “在关键(或理论)的个案研究中 ,研究者出于进行详尽经验

分析的目的 ,精心挑选出案例 ,而该案例能够为解析迷团和矛盾提供特殊的焦点……一系列不同的数据

收集技术都可以运用于关键的个案研究之中……所以 ,关键的个案研究提出抽象的理论观念 ,并且依据

社会实践来结构(或验证)这些观念 ,并且诠释它们是如何依据社会总体而运转的……最为关键的是:批

判的社会研究者使用关键的个案研究 ,旨在诠释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和历史问题”(Harvey Lee , 1990:

202)。

出于对上述要求的考虑 ,本文选择了一个从事地下经济活动的关系网络作为关键案例。

“地下经济”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吉奥泽(Giorglo.Fua)1977年首次提出的概念 ,是指因各种原因未向

政府申报收入 ,政府无法实施控制和税收管理 ,其产值又未纳入政府公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那部分经济

活动 。它包括:未统计的有益经济;借合法经营形式谋取非法收入的经济活动;无视和违反国家经济政

策法令的非法经营和黑市交易活动;国家明令禁止的非法经营活动等(万安培 ,1994:14)。

本文特别关注的是第三层含义上的地下经济 ,即无视和违反国家经济政策法令的非法经营和黑市

交易活动 。

由于不受正式制度的保护 ,无法在正式制度所提供的合法空间中运作 ,这就决定了地下经济必定要

依靠关系网络来运行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地下经济从酝酿 、生成到发育成型 ,都是和社会关系网络

息息相关的。没有社会网 ,就不会有地下经济的存在和发展 。①

由此可以推断:若以地下经济为入手点 ,我们就可以比较深入地追寻 、发现一个网络由点及面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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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生成过程 ,找到其若干特征和作用。在这个意义上 ,可以说 ,从社会学角度对地下经济的研究 ,可以成

为透视网络生成的“关键个案” 。

作为一篇以社会网络的生产为焦点的社会学论文 ,地下经济本身并不是本文的重点 ,从事地下经济

的主体———社会网络 ———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这个网络即存在于 2000年 9月被河北省当局查获的

藁城市增村卷烟制假案中 。① 增村案涉及众多类型的社会网络及其生产过程 ,从而为我们从动态而非

静态的角度观察和分析社会网络的生产活动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观测点。本文的主要资料就来源于相关

书面卷宗和对在案的 15名增村制假者的访谈整理。

二 、增村网络的建构

在增村案中 ,我们发现 ,实际上存在两种类型的建网活动 ,其中一种就是格拉诺维特曾经细致地描

述过的 ,对之我称为“将既存的社会关系转化为工具性使用” ,但在此案例中 ,还包含着格拉诺维特没有

提及的“亲缘关系的工具化” 。第二种建网活动就是“拉关系” ,也就是无中生有的建构关系的活动 。下

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增村制假网络建构的类型 。

(一)将既存的社会关系转化为工具性使用

在这种类型的建网活动中 ,展示出如下几个要点:一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或是天然具有的 ,或是

历史地形成的 ,总之 ,是已经存在的;二是这种关系原本是非功利性的 ,但在建网过程中却将之进行了工

具性转化 。

案例 1.利用血缘关系:周家三兄弟

增村的村民周振景 、周景会和周振会三兄弟共同入股是增村案中利用血缘关系的一个典型 。周家

三兄弟都是增村村民周新申的儿子 ,周振景排行老三 ,周景会排行老四 ,老五是周振会 。三兄弟中最早

在烟机上入股的是周景会 ,然后周景会又带动了弟弟周振会和哥哥周振景加入到制假网络中来。

在今年春节的时候 ,大伙在一起歇着 ,说弄烟机 ,可是 ,一直等了一个来月也没有弄起来 ,

我也没钱入股。后来 ,陈小路对我说 , “我给你介绍一个人 ,让他出资 ,你出面干活 ,行不?”我一

想 ,这样不错 ,就同意了。

在和陈小路谈完这事儿以后 ,我回家找我爸商量让振会跟我一块干。我爸挺害怕 ,说烟草

局的老来查 ,查住可咋办 ,我说不用咱们自己出钱 ,别人出钱 ,咱们出面 ,出了事也赔不了钱 。

振会也该娶媳妇了 ,别人能挣钱 ,咱们也能挣 。

我本来没找我三哥 ,后来他知道这事以后来找我也想算股。我以前因为结婚的事跟他和

三嫂闹过别扭 ,不愿意跟他们共事 ,可是禁不住他老来找我 ,我也就同意了 ,让他拿出 1万块钱

跟我一块算个暗股。这样把他也算进来了。

血缘关系在这种以获取非法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网络建构中往往得到普遍使用。其原因如下:第一 ,

增强安全感 ,降低风险性 ,利用血缘关系能够有效地提高网络连接和扩张的安全系数 ,有效逃避外来的

打击。第二 ,从盈利的角度上看 ,血缘关系的利用充分显示出“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亲情作用 。第三 ,从

网络权力上看 ,利用血缘关系也有利于建网者扩大自己在整个网络中的地位 ,加重自己的份量 。

案例 2.利用姻亲关系:常新占和妹夫李会军

姻亲关系在网络构建中的利用实际上可以被看作为利用血缘关系的延续。在获取利益和降低风险

这两项功能方面 ,这两种关系的作用也大抵相同。

在增村案中 ,身在增村之外的李姚村的李会军能够通过常新占而入股就完全依靠的是他们的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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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李会军是常新占的妹夫 ,他们两家的关系比较密切 ,所以在李会军想入股的时候 ,常新占非常尽

心尽力。

李会军在卷宗里这样供认:

2000年8月底9月初 ,我是给俺小孩舅舅常新占说的 ,我想入个股 ,俺小孩舅舅常新占说:

“算了 ,你拿出 9000块钱 ,加入俺们的班吧 。”后来我就给了新占钱 ,入了他们的班 。

这个过程与常新占说得相当吻合 ,常新占说:

8月份合机子后 ,李姚村李会军找到我说想入股 ,我让他给了我 9000块钱 ,他算暗股 ,我

和李会军算一个明股 。合机子后我一共分了 4000块钱 ,我还没有给李会军呢 。

案例 3.利用同乡关系:网络的组织者刘振生和同乡杨中华

如果一种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而又带有地下性质的网络只建构在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的狭小范

围内的话 ,此种类型的网络是极为脆弱而易断裂的 。因为虽然这种活动的性质需要极度机密 ,但是活动

本身却很难做到在所有人的眼前遁形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活动又不得不公开 ,正如制假者赵振国所说:

“这么大的机器车接车送 ,还要不停地进料 ,拉货 ,村里人不可能不知道 。”因此 ,利用同乡关系形成一个

更大范围的“利益共同体”就成为必要。

杨中华是增村案中的一个关键人物 ,他一个人就负责牵头组织了 2台烟机。按照增村案中其他成

员的说法 ,当着村干部的杨中华是村里数一数二的见过世面的“能人”。关于他参与到增村制假网络的

过程 ,杨中华作了如下叙述:

2000年过年的时候 ,振生来我家拜年 ,我俩是一伐人(即同辈人),振生也参过军 ,也正干

着买卖 ,我俩平常来往就挺多。他来了以后说:“中华 ,跟你商量个事 ,你看行不 ?”我说:“啥

事?”他说他原来的机子要散伙 ,要找人入股 ,另外还有个战友在湖北那边弄烟机子 ,最近那边

查得紧 ,不好干 ,想挪到这边跟他合伙干 ,问我想不想一块干 ,挣钱快。我是个老党员了 ,知道

这是犯法的事 ,可是又想多弄点钱 ,村里干屠宰的越来越多 ,钱不好挣了 。我就答应他了 。说

好先在原来的机子上干 ,我俩就分头出去找人入股了。

我找的是杨振祥 、我弟弟杨小三他们 ,刘振生找的是赵振国 、郭新喜他们 ,大伙都是乡里乡

亲的 ,谁有钱谁没钱 ,可靠不可靠我们心里都有数

案例 4.利用同学关系:热情的周振会和他的同学王建设

虽然同学关系在增村网络建构中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并且大多被同乡关系掩盖 ,但是笔者还是

找到了一个能够突显出同学关系的例子:即周振会为了帮助从前的高中同学王建设尽快挣钱结婚而把

他介绍到增村制假网络中 。

有一次 ,建设跟我说家里想给他定亲 ,说那姑娘不错 ,就怕家里没钱娶不到手 ,半道再跑

了。我也为定亲的事着急 ,家里都是穷得慌。又琢磨不出一个挣钱多的活儿。再后来 ,我这不

是跟着我四哥干起了做假烟的活儿嘛 ,我觉着挺挣钱 ,就赶紧跑到建设家让他拿出钱来入伙 ,

建设还不知道这活咋样呢 ,我那时什么也不知道 ,就知道能挣钱 ,建设挺动心 ,过了几天凑了 1

万块钱 ,就给我送去了。他这个钱也是东家借西家借才凑齐的 ,人家对他横竖不放心 ,老催着

建设还钱 ,我们俩自己也不知道多长时间能把钱挣到手 ,人家催得紧 ,建设跟我一商量 ,还是把

钱撤走了。

案例 5.利用以往同事关系:“倒霉”的周志会和其“同事”孟敬山

增村案中同事关系的利用比较特殊和偶然 ,因为对于当事人周志会而言 ,这是一个被迫接受的“同

事关系” 。

我觉得冤枉 。公安按市场真烟的价格给我们定的罪 ,我名下的股按 3万 2千块钱算的 。

其实里面还有别人一半的暗股 。我一开始没交代 ,后来交代 ,他不承认 ,公安也没抓他 ,全算我

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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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是西姚村的电工 ,叫孟敬山 ,我原来在增村当电工 。县里经常举行电工培训班 ,我

们俩就认识了 ,关系还行吧。都是同行。

7月份因为闹意见从第一台烟机撤了股 ,到刘振生找我再入股的时候 ,我正在培训 ,没在

家。是我媳妇给我打电话商量这事的。我说入就入吧 ,当时也没在意。后来老孟突然问起我

这事 ,说听说我们村弄机子挺多的 ,到底挣不挣钱 。我还犯嘀咕 ,他怎么突然问起这事来了 ,我

没跟他说 ,老孟就说你也甭瞒我了 ,我听见你打电话了 ,你不正弄这事呢吗 ?他说你算我一个 ,

我说我还没决定入不入呢 ,他说我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跟你们挣钱 。我说一股 4万块 ,他说一

人一半。我想这样也行 ,省得我拿那么多钱 。老孟说现在手头上拿不出来 ,先给我 1000块算

定金 ,过几天凑起来了就给我送去 。我也没别的办法 ,只好答应了。第二天 ,他给了我 1000块

钱 ,我给他打了个收条 ,就算把他算进去了 ,这事除了我们家 ,谁也不知道。后来他老也没送钱

过来 ,我催他好几回 ,他总说还差钱呢。结果到了 9月份 ,机子就出事了 。

案例 6.利用战友关系:杨中华眼中的一对战友 ———刘振生和冯志军

在增村案中 ,战友关系是整个网络建构的前提 。正是战友关系把河北省藁城市增村这样一个小小

的村庄和南方卷烟制假的团伙连在了一起。这就是增村刘振生和湖北冯志军之间的战友关系 。由于两

个当事人都不在案 ,所以对这个案例是通过第三人杨中华的叙述而了解的 。

刘振生的那个战友是湖北荆州人 ,叫冯志军 。振生跟我讲 ,他俩都在山西当兵 ,是一个班

的 ,关系比较好 ,他们俩常有往来。振生找我之前就和我们村的陈小路两人合伙干过 ,跟他们

联系的姓马的广东人就是冯志军给介绍去的 。他们那台机子不久就闹了意见 ,陈小路不干了 。

后来 ,刘振生说冯志军觉得那边不好干 ,想把机器都挪到这儿来 ,让我搭伙 。

冯志军在正月来过一趟 ,在石家庄请我和刘振生吃了一顿饭。他属猴 ,比我小 5岁 ,长得

挺精神 ,一看就是个见过世面的人 。

我们买的机子就是冯志军给牵的线 。

(二)“拉关系”:“无中生有”的关系建构过程

由于其自身的“地下经济”性质 ,有些问题比如怎样同烟草部门进行有效周旋等是上述这些既存关

系所不能解决的 ,因此仅仅将既存关系进行工具性转化并不足以保证网络的正常运行 ,还需要有第二种

建构网络的形式 ,即从无到有建立新的关系 ,也就是所谓的“拉关系” 。

下面 ,我们借助就这一问题对杨中华进行的访谈来看一看从无到有建构关系的三个过程:信息搜

寻 、虚拟连带和工具性转化。①

信息搜寻

有了制造假烟的机器 ,有了原料供应点 ,有了制成假烟的销售渠道 ,有了十几个共同入股的“利益共

同体” ,这个制假网络是否已经足够完备了呢 ?

杨中华说:“还不够。”

自己独立办厂的杨中华深知来自“制度”方面的压力:

我问过刘振生跟上边有没有关系 ,因为村子里的事我能管的就管了 ,政府方面的事我可顶

不住 。振生告诉我说 ,听人说一般公安是不会直接来查的 ,大部分出事都出在烟草局和工商

局 ,主要还是烟草局查得比较严。我们商量怎么着也应该找一个在烟草局上班的人当“靠山” ,

有动静也好通个气。振生说他不认识 ,当时我也没想起来谁 。过了几天 ,我原来的同事来我们

村走亲戚 ,到我家来坐了坐 ,说起来原来他弟 L 某在烟草局的网点卖烟呢。过完年我就找到

他 ,说有人托我买点烟 ,就跟L 某见了一面。我们两个人算认识了。后来我把 L某单独约出来

吃饭 ,把这事跟他说了 ,让他作中间人找一个能顶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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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没几天 ,L某就给我打电话来 ,让我过来和W 某见见面。我心里就有数了 ,这事就算

成了七八分了。

通过信息搜寻 ,寻找到目标人物的亲缘或社会关系网络 ,一种全新的关系就逐渐开始有了越来越清

晰的轮廓 。

虚拟连带

理清关系的脉络后 ,经由中间人与目标人物建立起一种虚拟的亲缘或社会连带就成为必要。

　　L 某说 ,他跟W某说我是他哥的好朋友 ,有点事找他。

于是杨中华和W某虽然还没有见面 ,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围绕着 L 某就已经建立起了一种虚拟的连

带关系。

见面后 ,杨中华邀请两人去吃饭。在饭桌上 ,他以 L 某哥哥的好朋友的身份讲了一些事 ,并适当地

夸大了自己和 L某本人交往的情况 ,争取找到和W 某之间的共同话题 。三个人都是场面上的人 ,又是

在酒桌上 ,很快就熟了起来。最后杨中华试探着挑明了自己的真实来意。

实际上 ,信息搜寻本身就是通过既存的关系一波一波传递下去所完成的 ,在这种已经存在的真实关

系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虚拟的连带关系是比较容易的。问题是要想办法把这种“虚拟”关系变得牢固 ,关

键就在于要善于利用自己与目标人物之间的纽结 ———中间人的作用 ,并且要时时察言观色 ,避免在不恰

当的时候说出不恰当的话语 ,从而导致虚拟连带关系的断裂 。在这一点上 ,杨中华做的相当好 ,他顺利

地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来意 。

工具性转化

建立虚拟连带关系当然不是“拉关系”的最终目的 ,把虚拟连带关系做实 ,从关系中实现双方利益的

互惠 ,这才是从无到有建关系的真正含义。我们接着上面的案例来看从无到有建关系的第三步 ,即工具

性转化的过程。

在杨中华挑明来意后 ,W某当即拒绝了他 。但杨中华并没有灰心 ,因为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

我知道W某一定是害怕把自己卷到里边去 。我们找他也就是为了让他给我们透透消息 ,

他又不是官 ,还能干啥?

我跟他说就是想让大家合作多挣点钱。他也知道干这种买卖的不只我们一家。看着别人

拼命的捞钱 ,自己不干不就成了傻子了? 我说了 ,他不用帮别的忙 ,就是看烟草局有什么动静

提前给我们通个信 ,也就是打个电话的事 。我俩以前又不认识 ,谁能知道? 就是万一出了事也

没他的事。L某也在旁边帮着说。

在W某渐渐打消疑虑之后 ,杨中华又开始进行物质上的诱惑。

我开始说每个月给W某 、L某每人 1000块钱 ,还分给他们两个空股 ,不用投钱 ,到时候等

着收红利就行了 。不过W某这个人心挺毒 ,嫌少 。没办法 ,谁让咱得求着人家呢 ,后来我给加

到了 2000 ,这个数就不少了 ,他就同意了 。

于是 ,杨中华和W某之间的虚拟连带关系就此做实。

由上面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 ,在将虚拟连带关系做实的过程中 ,又大体分成了四个步骤:坚拒

———动摇———讨价还价———成交。整个过程实际上是双方不断进行自身利益权衡的过程 ,双方相互清

楚对方的要害 ,也能摸清对方的底限。只有双方都能从这种做实的商业关系中得到满意 ,这种商业关系

才是有效的 ,我们也才可以认为一种真正的关系被从无到有地建构了出来 。

小结

就增村案中建构网络的各种关系而言 ,他们之间有强弱之分 ,亦有先后之别 ,并且各种关系的使用

各有其限定范围 ,在建网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也各不相同 。

利用战友关系和利用虚拟连带的方式从无到有建构起来的商业关系 ,虽然数量极少 ,但是在增村制

假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却是不可替代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 ,没有这两种关系就没有整个网络的产生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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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大量存在的血缘关系 、姻亲关系和同乡关系 ,构成了网络的主体 ,使网络能够由点及面地成长 ,最终

有血有肉地建构起来;同学关系和以往的同事关系在网络建构中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 ,只是作为两种真

实存在的关系类型才被提及。

(三)网与物:物作为建网的依托

以往的社会网分析大多都是直接对网络进行观察 ,认为社会网的规模似乎可以没有定限 ,社会网就

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层层连接 ,有多少层关系 ,就有多大规模的社会网络 。但在增村案中我们却发现:

社会网的规模是被一定的物所限定的 ,即是说人与人的连接是以物作为基础的。这里所指的物包括了

烟机 、建网所需的资金 、原料和销量 。它们作为该社会网络的基础决定了网络的规模 。

烟机是增村制假网络的最核心的物 ,其他的物比如资金 、原料等则是围绕烟机而出现的为整个制假

活动所必需的元素。我们所说的网络的规模指的就是这些物所能够承载的关系的数量 ,也就是说 ,一台

烟机从集资购买到开始运行的这一段时间里所参与的人数确定了这个网络的大小。

为了能够更加清楚地表明增村制假网络是以烟机等作为物质基础的 ,我用下面的图形来说明增村

制假网络的结构(虽然本文研究的主要是生产网络 ,但为了提供一个整体印象 ,还是把原料供应网络和

销售网络列了出来)(见图 1):

图 1

从图 1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增村制假网络的整体结构 ,并且再度确认了一点:增村的制假网络

是以烟机等作为依托的 ,这些物限定了网络的规模。一般来讲 ,增村的一个制假网络平均维持在 20个

人左右 ,其分布大致如下:

入股集资购买烟机的股东:10-15人;

负责烟机维修的技术工人:2-4人;

平时在烟机上干活的小工:6-8人。

其中 ,技术工人和小工的数量是由烟机的工作量来决定的 ,烟机的工作量大 ,就需要比较多的技术

工人和小工;反之则数量减少。而股东的数量则是由购买烟机所要花费的资金和每股股金的金额共同

决定的。比如说购买一台烟机需要 25万元 ,每股股金 2万元 ,那么平均算下来 ,需要 12-13个股东。

我曾经问杨中华 ,为什么不把每股的股金降下来 ,比如说每股2000元 ,或者干脆他和刘振生两个人

出资把机器包下来 ,找人干活 ,只付工资 ,不分红利 。杨中华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让我们了解为什

么每台烟机上构建的网络规模基本相同 。他说 ,把每股的钱数算得太低不行 。虽然这样自己需要投资

的数目小了 ,但同时挣的钱也会以相同的比例下降 ,用他的原话就是“没什么赚头” ,另外入股的钱一少 ,

人就多了 。人多一是不好分工 ,二是特别容易起争端 ,不易管理 。至于让他自己出大头 ,他虽然有那个

钱 ,却不敢冒这个险 。

所以 ,网络规模太小则网络的安全性得不到保证 ,规模过大也不可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需要找到

一个平衡点 。在这个点上既能确保可观的利润 ,又能把风险稳定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判定这个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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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惟一依据就是入股的人能够承受的最大投资额 。杨中华说:“一般的村里人也就是在 2 、3 万块钱左

右。”这个数字在其他参与者那里得到了印证 。因此 ,按照烟机的平均价格 25-30万元 ,再除以这个数

字 ,所得到的数字也就是围绕一台烟机所能建构起来的网络的一个基本规模。

由上可见 ,增村的制假网络是一个以物作为依托的网络 ,其规模自然要受限于这些物质因素。这意

味着网络的规模不会长期保持稳定 ,而是会随相关因素的变动而改变。因此 ,也就有了下面“扩网”和

“收网”的问题。

三 、增村网络的滚动式扩张

增村的制假网络在规模扩张上 ,大致有横向 、纵向和总体三种扩张方式:

案例 1.以烟机增加为特征的横向扩张(如图 2)

图 2

增村案的卷宗里记录了这个非常典型的扩张案例:

2000年 4月份的一天 ,刘振生 、杨中华商量找几个人合伙购买烟机生产假烟。他们先后

找到杨振祥 、郭新喜等14人 ,每人出 2万元 ,共集资 30多万元 ,然后用25.5万元从本村周会清

手里购买了一台旧的 YJ14 23型卷烟机 ,开始生产假烟。在烟机正常生产后曾经历过一段低

潮时期 ,经营状况非常不稳定 ,生意低迷 ,后来在 6 、7月份的时候 ,又由于意见不合 ,杨振祥 、赵

建辉 、赵振国 、周建民 、周志会 、郭新喜等 6人撤了股 ,于是杨中华等 8人继续干 。不久 ,生意开

始好转 ,杨中华 、周振景等人感到一台烟机挣钱来的比较慢 ,便又想再弄一台烟机生产假烟 。

于是在8月份 ,周振景找到杨中华商量再找人合伙购买烟机 ,然后分头找人 。几天后 ,周振景 、

杨中华纠集了周建军 、周振会 、杨小三 、杨金利 、杨振山 、常文化 、周建四 、李永等 11人 ,集合到

周振景家商量购买烟机的事 ,说好每人先拿出 2万元入股 ,共收了 22万元 ,然后 ,杨中华 、周振

景通过一个姓徐的河南人从湖北襄樊用 21.6万元购买了一台 YJ14 23型的卷烟机开始生产假

烟。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网络横向扩张的特点:那就是一人或多人在一台以上的烟机上

投入资金 。在增村制假网络中 ,一般情况下 ,烟机在开始正常运转后是不需要连续注资的 。网络的横向

扩张是参与者多点投资 ,扩大生产规模的结果 。因此 ,扩张不仅表现在参与人员的增多 ,更重要的是网

络的依托 ———各种相关的物质基础 ,如烟机 、资金也会相应扩充 。

案例 2.以人员增加为特征的纵向扩张

与以烟机增加为特征的横向扩张相比 ,以人员增加为特征的纵向扩张虽然在网络参与人数上有所

增长 ,但是网络的物质基础却不会发生特别显著的变化 ,也就是说 ,这种形式的扩张基本上是股东在原

有资金的基础上的再调剂(如图3)。

当网络正常运转后 ,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 ,网络的参与者们一般是不欢迎有新加入者来坐享其成

的。但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则是例外 。所以即使明面上反对新股东的加入 ,暗地里还是多出了许多暗股。

允许这些暗股的加入或者是出于感情因素的考虑 ,或者是出于降低风险的需要。暗股的加入并没有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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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带来新的资金 ,而只是分担了原有股份 ,并且暗股一般是比较保密的 ,除了参与此事的股东外 ,其他

人很难知道此事 ,所以 ,网络的扩张是在悄无声息中进行的 。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李会军是作为常新

占的暗股 ,分担了常新占2万块钱股金中的9000块钱 ,再比如周建军作为周建四的暗股 ,分担了2000块

钱的股金等等 ,至于是否还有其他未知暗股的存在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以暗股的方式加入到网络中是

以人员增加为特征的网络纵向扩张的典型形式。

图 3

以人员增加为特征的网络纵向扩张还有一个特点与以烟机增加为特征的网络横向扩张不同 ,即 ,这

种网络扩张最常出现的结果就是以更多人的参与来分担同样的投资 ,因此可得利润非但没有增加反而

降低了。

案例 3.两者的综合:立体性伸展与扩张

第三种可能的网络扩张形式是以上两种扩张形式的综合:既有以烟机增加为特征的横向网络扩张 ,

又有以人员增加为特征的纵向网络扩张 ,是一种总体性的伸展与扩张 。实际上 ,在运转过程中 ,这两种

扩张方式确实是在某些人的身上重叠的 ,但这只能算是在某一个点上的网络的立体性伸展与扩张 ,而作

为网络整体 ,这种扩张的形式只有当网络的运转非常顺利 ,盈利状况异常好的情况之下才会发生。这种

典型的情况在现有资料中没有得到体现 。但不难推断 ,如果增村案没有得到适时了断 ,而是听任其发展

下去 ,那么 ,今天网络扩张的重要形式就很可能以这第三种总体性形式为主了。经由政府打击而导致的

网络覆灭 ,彻底断送了这种可能。

四 、增村网络的收缩

网络规模上的变化不只是向外扩张一种方向的活动 ,在某些条件下 ,网络规模会向内收缩 。因此网

络的发展和运作是非常具有弹性的 ,网络不会任意发展 ,而是经常做不规则的跳跃 ,不仅会有限度地扩

展 ,也会有限度地收缩。

从增村案来看 ,造成制假网络规模收缩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案例 1.网络经营状况不佳 ,产品市场价格下跌时对网络的影响

从2000年 5月开始 ,全国部分知名品牌的香烟纷纷一而再 ,再而三地下调价格。我们知道 ,假烟之

所以泛滥 ,原因就在于它的价格优势 ,一旦真烟与假烟的价格差距缩小 ,假烟在市场上的吸引力也会随

之降低。以获取巨额利润为其根本目的的制假网络的规模自然也会因为这个重要的因素而有所收缩。

开始我们十几个人分三班干活 ,雇了 8个小工。早 、中 、晚各三班 ,平均每天大概能生产一

百件左右 ,好的时候能上到二百件 ,连轴转都忙不过来 ,还得临时把家里人叫来帮忙 。后来 ,大

概到了 6月份吧 ,突然就觉着来料少了 ,我那时候想可能是要烟的不多了吧 。因为没那么多

活 ,三班改成了两班 ,其实那点活一班就能干完 ,可是为了干活分红 ,还是匀成了两班 ,怕有人

闹意见。小工也用不了那么多了 ,振生给退走了一半。有的时候实在没活了 ,或者赶上机子坏

了 ,机子就那么空闲着。原来红火的时候 ,生产一件烟给我们加工费 7块钱 ,8 、9块的时候也

有 ,但比较少。后来就只有5块钱了 。我们一块凑股的人心里都犯嘀咕 ,是不是这事要黄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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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我们算股加入进来 ,就是为了能多挣点钱 。可没想到还有这事。

事实上 ,这种低迷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 ,因为降价的做法使烟草市场一片混乱 ,不久烟草专卖局

对卷烟实行了最低限价政策 ,即不能以低于限定的价格出售卷烟 。增村的制假活动又重新活跃了起来 ,

网络规模也重新开始扩展 。

案例 2.政府打击黑市对网络规模的影响

市场价格是影响网络规模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却不是惟一的因素 。来自政府的打击 ,尤其是烟草专

卖局的打假活动才是最致命的 ,严重的时候 ,花费几个月心血构建起来的网络很可能会在半个小时之内

断裂乃至覆灭。

杨中华说:

5 、6月份的时候 ,烟草局来查过一次 。我们事先接到信儿 ,就把机器趁黑转移到别的村藏

起来了。但是赵红根他们的机器被弄住了。

这事过了之后 ,我心里就害了怕。虽然有W 某 ,但包不准哪天就把我们抄了 。我那时没

想到自己会判刑 ,以前他们都说只查机子不弄人 。我就是想 ,机子要是被查出来 ,我入股的那

些钱可就全没了 。我自己在两台机子上入了 5万块钱。我弟弟杨小三入的股里有两万块钱也

是我出的。我想我肯定退不出来 ,振生肯定不干 ,就想着让小三把股退了。我让小三说要干别

的事急等着用钱去找刘振生退股。

那时候 ,这买卖也不好干 ,振生找来的活越来越少 ,已经有人退股了。小三去退股的时候 ,

振生虽然不愿意 ,但他也知道这是我的主意 ,他也没办法 。后来他还找我问我是不是不想干

了 ,我说我们家的事跟机子上的事没关 ,让他别管这么多 ,我这不还占着股呢吗 ?他也就不说

什么了。

案例 3.团伙纠纷对网络规模的影响

对于一个需要多人参与才能构建起来的网络而言 ,这些参与者之间的团结程度也自然会成为影响

网络规模的一个重要因素 。增村制假网络也不例外。

纠纷出现在假烟生产由三班改为两班之后。由于活少 ,有时一班就能干完 ,另一班相对来说能干的

活就没有第一班多 ,挣到的加工费也就跟着减少。利益受损的这班在杨振祥的带领下就去找周建军那

班理论 ,两班吵闹不休 ,刘振生只好出来调停 ,让两班轮换着先干 ,两拨人虽然都觉得不满意 ,但又都想

不出更好的办法 ,也就同意了这个做法 ,暂时算把这场纠纷压了下去。可是几天之后 ,更大的矛盾出现

了。周建军等人认为由周志会负责进的原料有问题 ,质量次 ,根本不值他报的那个价钱 ,这把周志会惹

火了 ,两派人又打了起来 ,怎么劝也劝不住 ,结果周志会几个坚决要求退股 。刘振生看到两拨人实在是

合不来 ,也没有了办法 ,只好把周志会他们的股转到了另外一台机子上 ,从这台烟机上给他们退了股。

团伙纠纷相对于前两个导致网络规模收缩的因素 ———市场价格下跌和政府打击 ———相对来说还是

比较容易应付的 。因为团伙纠纷极少能动摇网络的根基 ,它只是网络中各点利益分布不均的结果 。因

此 ,虽然在形式上团伙纠纷对网络规模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但是在本质上 ,网络所受到的影响可以说是

非常轻微的。

五 、结　论

长期以来 ,对于动态的社会网的过程研究一直被大多数学者或多或少地忽略着 。毫不讳言地说 ,如

果过于偏重于结构分析的社会网络研究照此路径发展下去 ,只会越来越僵化。透过对增村案的分析 ,本

文发现 ,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社会网络实际上是将建构 、扩张和收缩集于一身的完整动势过程 ,而关系网

络的规模也并非随心所欲 ,而是以一定的物作为依托的。物的变化会改变网的规模 。由于内外约束条

件的变动 ,网络或者扩张 ,或者收缩 ,其所呈现出的动势特征已非结构分析所能完全把握 。应该说 ,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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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络分析是一个值得被给予深入 、长远的学术探讨的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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